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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制度本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基本伦理道德精神经历了从仁爱到正义的变化，社会救助伦理关系也整体上经历了从慈善伦理关系到权利伦理关系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必然意味着伦理生态重新建构。正义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伦理生态是社会救助伦理精神在现代社会整体伦理生态中的实践合理性的表达。在个体德性和德行层面，应该构建制度正义与个体正义以及个体正义与个体慈善两种伦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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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救助，是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子系统，是指国家或社会主体（社会团体、慈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规定，并按照相关程序和标准，向因各种原因陷入生活困境或者无力维护其权益的社会成员提供援助与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社会救助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要素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它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当前我国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制度是一个多种制度主体、内容复杂的特殊社会制度，制度本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基本伦理道德精神经历了从仁爱到正义的变化，社会救助伦理关系也整体上经历了从慈善伦理关系到权利伦理关系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必然意味着伦理生态的重新建构。

所谓伦理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特定伦理—人文环境的总和，是指人生存、生活于其中的伦理环境或道德环境。樊浩认为，“伦理生态”的概念是运用“生态本位”的“伦理学方法”建构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的结果，“伦理生态”是一种“价值生态”，是由“生态伦理”理念发展而来的，是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合理性的内在要求。“‘伦理生态’的基本结构，就是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伦理—文化生态。”［1］“在现实性上，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既表现为伦理精神内部自我生命的合理性，也表现为伦理与文化、经济、社会等其他价值因子所形成的生态关系的合理性，伦理精神的现实合理性，存在于伦理与文化、经济、社会的内部关联所形成的有机生态之中。”［2］可见，伦理生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伦理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价值因子形成的有机生态；二是伦理精神自身内部各种价值因子所形成的有机的结构生态。社会整体伦理生态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运行环境，因此社会制度的生成和发展亦有一个伦理生态的构建问题，从而使制度伦理生态与社会整体伦理生态相契合。从道德进步和伦理关系发展的角度看，社会救助制度伦理生态的构建，一方面要实现个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伦理生态，另一方面要实现慈善与权利伦理关系的伦理生态。个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伦理生态带有普遍性，是所有制度正义追求的理想状态，慈善与权利，或者说仁爱与正义伦理关系的和谐是社会救助制度的特殊伦理生态要求。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制度应该体现伦理—社会生态的要求，并与现代社会整体伦理秩序相契合。

一、休谟和伯林等人关于正义与慈善的悖论

休谟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人与自然界的冲突以及人性的内部冲突的框架来思考正义的条件。他认为在客观环境的两极和主观人性的两极都不可能产生正义，“把人类的慈善或自然的恩赐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你就可以把更高尚的德和更有价值的幸福来代替正义，因而使正义归于无用”，“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3］。一方面，从客观的角度看，因为在资源无限充足的条件下，正义的存在是多余的，而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境遇中，有的只是人求生的本能，正义也无法产生。另一方面，从主观的角度看，个体无限的仁爱、慷慨和利他主义没有必要产生正义，而极度的贪婪、自私和恶毒也无法产生正义。罗尔斯对休谟关于正义主客观条件的分析给予了充分认同。罗尔斯指出：“只要互相冷淡的人们对中等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划分提出了互相冲突的要求，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除非这些环境因素存在，就不会有任何适合于正义德性的机会；正像没有损害生命和肢体的危险，就不会有在体力上表现勇敢的机会一样。”［4］除此以外，休谟指出个体正义感的产生是根源于人的理性与本能的冲突。休谟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本能的存在，人的正义感产生于对公共利益的同情和关切。休谟指出：“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3］（540）一方面，休谟认为，从理性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人们能够产生建立正义制度的愿望和动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人们珍视正义不是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怀，正义成为道德上的美德。从表面上看，这两个观点无疑是一个悖论。休谟的分析表明，正义作为职责或义务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如果我们要选择道德上具有最好可能性的行为，慈善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对慈善的要求超越于义务之上。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在仁慈、博爱和利他主义盛行的地方，正义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反过来说，正义环境的通行意味着仁慈和博爱环境的衰退。

伯林也曾经指出正义和仁慈这两种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冲突，伯林说：“正义，严格的正义，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绝对的价值，但与对他们来说或许同样终极的价值———仁慈、同情———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是不兼容的。”［5］正义可以在两种条件下产生，一是在原先不正义的地方产生出正义，一是在原先充满仁慈和博爱的地方产生出正义。在后一种情况下，正义只是对道德衰落的补救，体现为一种矫正性的价值。桑德尔认为，如果正义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进步，那么正义就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邪恶。因为在一个仁慈和博爱的环境中，如果出于正义而行事，那么这种行为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会改变现有的道德环境，正义越是增长，仁爱越是衰退。但是，我们说正义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价值，适用于国家，是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追求。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主要社会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划分的方式”［4］（7）。

二、从历时性维度到共时性维度：现代社会救助正义与慈善伦理生态的构建

以上关于慈善与正义的现代性悖论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对于这种悖论我们首先要基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待，从道德的慈善活动到制度的正义，从作为个体德性的仁爱到作为制度德性的正义，确实表明社会救助制度是从慈善到正义之路，在社会制度层面，从高层次的道德价值追求走向了低层次的道德价值取向，这种现象似乎表明了道德的“堕落”。这种“堕落”，从本质上说是现代价值对传统价值的冲击与解构，导致了传统社会救助活动伦理生态的丧失。这种“堕落”具有必然性，但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道德难题。我们不妨从历时性的角度来分析休谟的观点，毫无疑问，正义制度的建立和正义美德的产生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正义制度起源于人的互利动机；在第二阶段，正义逐渐演化为包含同情心和关注他者的美德。造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正义制度的完善和道德教化的成功，正义的原初动机逐渐退出了人们的意识，然而，我们必须基于现代性的伦理视野来看待这种转变，社会救助从慈善到正义之路反映的正是传统伦理秩序到现代伦理秩序的根本转型，是一种从德性伦理向规范伦理的转型。社会救助制度的主要伦理道德价值从个体慈善、仁爱的要求转变为制度正义和权利的诉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现代社会救助伦理生态的构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社会制度层面：正义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伦理生态。正义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伦理生态是社会救助伦理精神在现代社会整体伦理生态中的实践合理性的表达。在制度层面，正义相对于慈善具有优先性、基础性和稳定性，这是由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本质所决定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必须与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相契合，应该以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为主体，以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补充，两者共生互动，推动社会救助伦理精神价值生态的生成和发展。在现代社会，要解决弱势群体的救助问题，国家和政府首先必须注重的是社会客观伦理关系、伦理秩序以及社会正义制度的建设，而不是首先诉诸个体的慈善活动，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因为在现代社会，追求制度正义对于构建良序社会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个人间的同情心固然可贵，但是解决社会不幸现象主要依赖社会成员的主观同情心则是不牢靠的，只有建立在社会客观救助机制、社会救助保障体系这一制度性基础之上的客观同情才具备必然性。亚当·斯密对正义在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和基础性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对比慈善与正义的作用时说：“与仁慈相比，社会的存在更依赖于正义。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社会虽然不太愉快，但是仍然可以维持，但是一个充满暴行的社会却注定要毁灭。”“善行好像是给建筑物增添光彩的装饰，而不增添基础的地基，因此劝诫督促就够了，没必要强迫人去做。相反，正义好比支撑整个大厦的中心支柱，它一旦动摇，人类社会这座宏大雄伟的建筑必定会在转眼间化为乌有。”［6］黑格尔也曾经指出，市民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应该从主观援助和客观公共救助两个方面来进行，主观援助是指来自于个人和社会的基于同情、爱的慈善活动，但是黑格尔更强调客观公共救助制度的可靠性，因为主观援助“自身并在它的作用上依存于偶然性，所以社会竭力从贫困和它的救济中去找出普遍物，并把它主办起来，使那种主观援助越来越成为没有必要”，“如果它硬要把贫困的救济只保留给同情的特殊性以及情绪和认识的偶然性，又如果由于有拘束力的普遍规定和戒律而它感到受损被辱，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相反地，如果留给个人独立地依照他的特殊意见去做的事比之以普遍方式组织起来做的事愈是少，公共状况应认为愈是完美”［7］。

所以，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问题，首先是要从制度正义的层面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当然，制度的优先性并不排斥个体的慈善救助活动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相反，应该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为补充，两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是我国当前加强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我国应该继承和发扬传统慈善救助，以及借鉴国外慈善救助的伦理道德资源，大力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开始向现代慈善事业迈进。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我国慈善发展史上的转折点。2008年以后全国基金会数量的增加速度明显加快，截至2009年，全国基金会数量达到1843家，比2008年增加了246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从643家增加到846家，增长31.6％，有赶上并超过公募基金会的趋势。2007年，我国接受国内外慈善捐赠总额309亿元，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1070亿元。截至2010年4月，我国县级以上慈善总会发展到1627个，其中省级慈善会31个，地市级慈善会312个。但是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慈善事业的规模和水平还不能完全发挥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我国政府支持和培育慈善组织的制度还不健全，社会慈善意识和健康财富观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民间慈善组织专业化程度较低，自主性还不强，慈善组织还缺乏应有的公信力、整合力，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三大“瓶颈”，即法律瓶颈、税收瓶颈和道德瓶颈。［8］企业公民意识的培育和企业社会责任伦理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我国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捐赠记录的企业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赠。2004年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约50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 GDP的0.05％，而同期美国为2.17％，英国为 0.88％，加拿大为 0.77％。［9］2009年我国接受国内外慈善捐赠总额332.78亿元，其中境外捐赠总额 45.05 亿元，企业捐赠131.27亿元，个人捐赠68.27亿元，个人捐赠仍然偏低［10］。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指出的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个体慈善行为已经发展转变为现代社会慈善事业。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现代慈善事业是由专门的慈善组织策划和实施的有组织、大规模、规范性和经常性的社会事业，具有社会化、制度化、规模化、开放性和广泛性的特点。”［11］现代慈善伦理已经不再停留于传承慈善行为中特殊个体的善行、爱心或者宗教信仰，以及基于不平等基础上的施舍、恩赐的狭隘伦理关系，而是转变为普遍社会成员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现代慈善已经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所孕育的公共精神，具有了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新内涵，慈善正在成为一种平等“公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罗尔斯通过差别原则把社会正义原则和伦理博爱精神联系起来，博爱或者说慈善、仁爱和同情等道德情感融入了差别原则之中。可见，罗尔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博爱、慈善、仁爱和同情等道德德性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作用，但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正义和博爱是相容的，政治的正义原则离不开道德价值的支持，差别原则实质上起到了博爱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慈善伦理向现代慈善伦理的转型时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伦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社会救助和公益慈善事业实施的都是救助行为，它们的实际服务对象都是社会弱势群体。现代慈善的主体既包括公民个体，也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现代慈善的资金来源既包括社会成员的捐赠，也包括企业捐赠和社会组织的捐赠。毫无疑问，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与现代慈善事业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发展，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关注和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救助体系，制度正义精神与慈善伦理精神共生互动而为伦理道德生态。这种伦理生态是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生态关系的重要体现，是伦理—社会生态的重要表征。

2．个体德性和德行层面：制度正义与个体正义以及个体正义与个体慈善两种伦理生态。首先，基于共时性的维度，在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条件下，制度正义为个体正义德性的生成创造环境和土壤，而个体正义德性又为制度正义的顺利实施和发展提供稳固的支撑，两者相容共生而构成个体救助伦理精神的伦理生态。所以，现代社会救助活动的实施，一方面要实现社会救助的制度正义，另一方面要培育基于社会救助制度的个体正义德性，两者相容共生的伦理生态的建立是社会救助活动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救助制度稳定性的内在要求。

在本体和原初的意义上，正义与人的存在相关联，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合理性的反思。关于正义的历史考察表明，正义最初体现为个体的德性和正义的行为，正义不仅要求履行正义的行为，而且意味着个体要成为具有正义德性的主体。在制度正义与个体正义的问题上，罗尔斯强调正义对善的优先性，他认为只有在正义的制度环境中才能对个人道德提出要求，而且正义的制度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正义感，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平。可见，罗尔斯把道德发展理论与正义理论结合起来，强调背景制度的正义对于个体正义感（道德情感）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制度的正义，也就没有正义感的产生，换句话说，在正义的制度背景下，人们的正义感是可以产生的，而形成了的正义感又为制度正义提供个体道德上的稳固支持。罗尔斯说：“由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持久的，他的正义观念就可能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当制度是正义的（为该观念所规定），那些参与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愿望。”［12］对此，休谟也承认：一旦人们建立起正义的规则，并发现这些规则有利于公益，则对于这些规则的遵守自然地并自动地发生了一种道德感［3］（574）。罗尔斯的正义观念与其人性观念是紧密相关的。为了正义社会的稳定性，罗尔斯提出了道德人的观念，这种道德人具有两种能力：一是善观念；一是正义感。为了进一步强调公民正义感至关重要的作用，罗尔斯从公民不服从和“非暴力反抗”的合法性角度，指出制度正义与个体正义之间是相互支持的。他认为，当社会制度和法律偏离了正义的要求时，公民有权反对并要求改变这种制度和法律，这时“公民不服从”是正当的行为。“如果正当的非暴力反抗看上去威胁了公民的和谐生活，那么责任不在抗议者那里，而是那些滥用权威和权力的人身 上，那些滥用恰恰证明 了这种 反抗的合法性。”［4］（379）麦金太尔反对罗尔斯的“正义优先于善”的观点，他主张美德的优先性，“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13］。在正义制度与正义美德的关系上，麦金太尔与罗尔斯的根本分歧在于何者优先的问题，何者更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基于共时性的维度看，两人并不否认正义制度与正义德性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反面证明。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认为，衡量一个行为或者一项公共制度是否正义，应该看它们是否导致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如果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正义，那么社会中必然会有某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或者得不到增进，譬如社会的弱势群体。要求这些人去产生遵循功利主义正义原则的正义感和道德行为是不切实际的。于是，功利主义者只有从正义原则之外去寻求道德情操的支持，比如仁慈和同情。

其次，要推动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构建个体正义与个体慈善相容共生的道德生态关系。作为两种不同的德性，个体正义（正义德性）与个体慈善（慈善德性）的关系难道果真如休谟、伯林和桑德尔等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相互抵制和相互排斥的吗？正义德性的通行真的会导致慈善美德的消失进而带来道德的堕落吗？正义与慈善之间真的是一种现代性悖论吗？答案是否定的。笔者以为，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博爱以及仁爱、慈善和同情等德性都是需要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同的。正义之德与慈善之德在道德境界、层次以及属性等方面具有差异，但是差异不等于对立，差异也不等于排斥。

正义与慈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行为的事实层面分析，正义之德与慈善之德是两种不同境界、不同层次的德性，慈善比之正义是更高层次的德性，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作为公共伦理规范的正义与作为个体德性的正义所具有的道德价值的高低所持的观点是存在矛盾和悖论的前面分析指出，亚当·斯密对正义在现代社会的工具价值和社会效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他认为，作为个体德性的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与慈善德性相比显然不具有道德价值上的崇高性。“遵行正义是一种正确的行为，应该得到肯定和赞同。但是它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积极的善行，所以不值得给予感激。绝大多数情况下，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只是不让我们去伤害别人。”［6］（72）对此，王海明也认为，从道德境界的高低来说，公正（正义）远远低于仁爱。正义作为一种“等利害交换”的善行，属于善的基本境界，是一种为己利他的道德境界，而仁爱是一种“善的不等利害交换”，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是一种超越正义、高于正义的分外善行，是一种无私利他的最高的道德境界。［14］另一方面，正义之德与慈善之德具有不同的道德属性，正义更具有约束力、强制性和持久性。亚当·斯密虽然认为正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消极美德，但是正义之德比仁慈等其他社会美德更具有约束力和强迫性，“正义和其他各种社会美德之间的最大区别正在于此，那就是正义对我们行为的约束比友谊、仁慈或大度更为严格。我们在实践另外一些美德的时候，好像可以自由地选择行为方式，但是当我们遵守正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某种特别的束缚、限制和压力。也就是说，那种促使我们遵守正义法则的力量具有一种天经地义的强迫性，而我们在遵守其他社会美德的时候却感受不到这种强迫性”［6］（70）。康德把扶危济困的慈善行为看作是一种对他人的“不完全责任”，他认为同情和慈善行为是人们所需要的，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赞扬和奖励，是可嘉的，但是这只是一种“不完全责任”，对人并无绝对的、完全的强制性。康德甚至认为，慈善的行为也可能出于恶的动机，可能出卖、侵犯他人的权利。［15］罗尔斯也指出，仁慈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会成为人们的动机，但是它既不可能很强烈，也不可能很持久，人们只有有限的慷慨和仁慈。

无疑，正义与慈善是不同层次的道德范畴，并且具有不同的道德属性。但是，正义与慈善并不因此而成为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的道德范畴，相反，与正义对立的是不正义而不是慈善，正义与慈善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正义支撑慈善而不是否定慈善。休谟、伯林和桑德尔等人的错误就在于把两者的差异上升为两者的对立。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正义和慈善都是在理性指导下产生的与他人相关的美德，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出于对他人福祉的关注和挂念。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正义与慈善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带给我们深刻启示。他一方面看到了正义与善行的差异，认为正义更具有基础性、优先性，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善行不应该要求人们都遵守，破坏正义会造成积极的伤害。另一方面又认为正义与善行有联系，正义包含着善行，善行要以正义为基础，任何背离了正义的善行和慷慨都不值得赞赏。善行以正义为基础，正义构成善行的限度。善行不能伤害任何人，不可超过一个人的财力，而且要考虑受善行者的品质是否应得。对此，金里卡有同样精确的论断：“正义并不取代爱或团结，正义理念中并没有什么内容会阻止人们作出这样的选择———为了帮助他人而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正义只是为了确保，这些决定的确以自愿为基础；正义还要确保，没有人能够强迫他人并把他人置于从属地位。正义支持爱的关系，但要确保爱的关系不 会蜕变 成支配和 屈从。”［16］

在社会救助活动的视阈中，个体慈善应该以个体正义为基础和依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个体慈善的德性内涵正发生着重大的改变。从伦理关系的角度来看，传统慈善作为一种“常识道德”是有局限性的。在一定意义上，传统慈善是一种“忽视自我”的“人—我不对称”型道德，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利他主义的，这种道德观念缺乏一种公共的视角，自我的利益始终在它之外，没有把自己也看作与他人一样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因而这种道德品质是不广阔的，无法理解公共制度的公共性质。因此，传统慈善的“常识道德”不利于培养人们的公共节操。以上分析表明，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顺利实施，在个体的意义上并不排斥慈善、仁爱和同情等美德的作用，相反，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实施和完善既需要个人正义的支撑，也需要个体仁爱之德性的补充。在制度层面，个人正义是保证制度正义稳定性的必要前提；在个体层面，个体仁爱美德的发挥可以弥补制度正义的不足，促进社会救助活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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